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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周海門儒釋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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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乃論述明儒周海門（1547-1629)的儒釋之見。周海門乃陽明後學中儒禪合

流的關鍵人物，其援禪入儒處實開啟了儒禪對話之契，亦促進了佛法的傳播，當

然也形成了心學禪學化的發展。觀周海門儒釋之見，其論述處深且廣，不但具有

理論深析亦兼實證之得，更有推動儒釋交流等具體影響，故其「儒釋之見」，對晚

明三教交涉、陽明後學之發展，實有其研究之意義與重要性。本文內容則從「《佛

法正輪》 中的儒釋思想」、「儒釋本體工夫論的會通」、「出世與入世的調融」等處

加以探討。 

「《佛法正輪》 中的儒釋思想」，主要從周海門儒禪編論之述──《佛法正輪》，

論其對儒釋概念之分合，後續則談儒學闢佛、雜禪等問題。而「儒釋本體工夫論

的會通」，則從周海門《東越證學錄》等證學之著，談儒釋教理與教義之會通；最

後，「出世與入世的調融」，則言出入世調和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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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u Haimen o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Ye Shou-Huan
*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Chou Haimen’s views on Confucianism (ru) and 

Buddhism (shi / zen). As one who had dominated the ru-zen confluence among the 

disciples of Wang Yangming, Chou’s inducing zen into yu had definitely created a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se two kinds of thoughts, which not only encouraged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but had been zen-izing (zen xue hua) Confucian teaching of 

the heart-mind (xin xue). In this sense, Chou’s approach, whether in a theoretical or 

practical sense, could be said to be significant to the dialogue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as well as to the systematization of the philosophies constituted by 

disciples of Wang Yangming.  

    Contents include: (1)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in the Fofa Zhanglun. (2) The 

converge between Confucian and Buddhist theory of ontological practice. (3) The 

compatibility of social entrance and social departure. 

 

 

Keywords: Chou Haimen, Views o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Fofa Zhanglun, 

Disciples of Wang Yang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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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周海門儒釋之見 

 

葉守桓 

 

 

一、緒論 

本文討論明儒周海門「儒釋之見」。周汝登，字繼元，別號海門，浙江嵊縣人，

學者稱海門先生。海門為萬曆五年丁丑（1577)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歷兵吏二

部郎官，至南京尚寶司卿，1年八十三卒。周海門師承王龍溪（1498-1583)，2為陽

明（1472-1528)後學中之翹楚。其主要著作有《聖學宗傳》十八卷、3《周海門先

生文錄》十二卷、4《東越證學錄》十六卷、5《佛法正輪》二卷等書。6 

從學術發展論，陽明心學實為對程朱官學一種新的轉化。陽明殁後，後學即

依所學與證悟不同，形成了王學分化。7而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環，即是「心學禪學

                                                      
1 清‧黃宗羲撰(1610-1695)：《明儒學案》(臺北：里仁書局，1987 年)，〈泰州學案五〉，

卷三十六，頁 854。 
2 據彭國翔研究指出，周海門師承與思想應為對王龍溪之學的承繼，而非是泰州羅近溪所

傳。參彭國翔著：〈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明儒學案》相關問題之檢討〉，見《清華學報》，

新 31卷第 3期，(2002年 9月)，頁 339-374。 
3 明‧周汝登撰：《聖學宗傳》，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雜史類第 99冊(臺北：莊嚴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 
4 明‧周汝登撰：《周海門先生文錄》，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別集類第 165冊(臺北：

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張元憬等刻本，1997年)。 
5 明‧周汝登撰：《東越證學錄》，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別集類第 165冊(臺北：莊

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1997年)。  
6 明‧周汝登撰：《佛法正輪》，收於《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彙刊》

(北京：商務印書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明萬曆方如騏刻本，2003年)。  
7 關於王學分化之問題。最早如王龍溪在〈撫州擬峴臺會語〉將良知之分化劃分為：歸寂、

修證、已發、直心、主宰、循序等數說。(見吳震編校整理：《王畿集》(南京：鳳凰出

版社，2007年)，卷一，頁 26)，其次陽明後學胡瀚亦分為證悟、歸寂、高曠、主宰流行

四種。(見清‧黃宗羲撰：《明儒學案》，〈浙中王門學案五〉，卷十五，頁 330。)今人之

分類，比較有系統討論為大陸學者錢明之論，他對歷來之分類與標準和缺陷，則有詳細

之討論與說明。而他則將王學分為「現成」與「工夫」兩大系統。「現成系統下」，又有

「虛無」、「日用」兩派；「工夫系統下」又有「主敬」、「主事」、「主靜」三派。(見錢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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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發展。8深究其因，陽明其學本有援禪宗之學作為思想論證之處，9後學循其

徑而加以張揚，本屬情理之內。而明代自開國以來，即倡三教以作為治國之輔，

10迨至萬曆之時禪風寖盛，儒禪交流已蔚為風潮。11民間如三一教主林兆恩（1517-

1598)，則倡三教合一之論，12佛教高僧亦大談三教之論，晚明之際實為三教之學

大倡之時。  

海門師承王龍溪，龍溪之學本即以良知範圍三教，13故海門之學更推波助瀾。

其與佛教高僧如憨山德清（1546-1623)、紫柏達觀（1543-1603)、湛然圓澄（1561-

1626)交流往來，並為〈曹溪志〉寫序，更積極推動禪學之傳播，成為浙東禪學的

                                                      
著：《陽明學的形成與發展》(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三章，頁 133-157。) 

8 關於心學禪學化，即指陽明後學鳩合儒釋之說，黃宗羲即曰：「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

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啟瞿曇

之祕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為禪矣。」見清‧黃宗羲撰：《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一〉，

卷三十二，頁 703。 
9 關於王陽明與禪學之關係，可參陳榮捷著：《王陽明與禪》(臺北：學生書局，1984年)，

頁 73-81。盧升法著，《佛學與現代新儒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二編

〈儒佛交融之展顧〉，頁 207-212。上述之討論，皆以陽明非禪而近禪來論。此外關於陽

明融通佛教之處，則可參程曦著：《明代儒佛會通思想研究》(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

社，2008年)，第二章〈三教歸儒：陽明心學的援佛入儒〉，頁 58-88。至於陽明學說與

佛理的對比討論，可參見羅永吉著：《良知與佛性：陽明心學與真常佛學之比較研究》

(臺北：萬卷樓出版社，2006年)一書。   
10 可參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所著 〈三教論〉一文。見明．朱元璋撰、胡士萼點校：

《明太祖集》(合肥：黃山書社，1991年)，卷十，頁 214-216。關於明太祖宗教政策之

相關討論，可參釋見曄著：〈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及其因由之探討〉，見《東方宗教討論

會論集》，新 4期，(1994年 4月)，頁 67-102。以及程曦著：《明代儒佛會通思想研

究》，第一章〈明代儒佛交涉的社會與思想背景〉，頁 34-41。 
11 陳援庵即指出：「萬曆而後，禪風寖盛。士大夫無不談禪，僧亦無不與士大夫結納。」

見陳援庵著：《明季滇黔佛教考》(臺北：彙文堂出版社，1987年)，頁 129。 
12 關於林兆恩三教之研究，可參林國平著：《林兆恩與三一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年)，以及鄭志明著：《明代三一教主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88年)等書。 
13 其〈南遊會紀〉曰：「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良知之凝聚為精，流行為氣，妙用為

神，無三可住， 良知即虛，無一可還。此所以為聖人之學。」見吳震編校整理：《王

畿集》，卷七，頁 154。關於王龍溪與佛教之研究可參考彭國翔著：《良知學的展開─

─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臺北：學生書局，2003 年)，第五章「王龍溪與佛道二

教」、第七章「中晚明的陽明學與三教融合」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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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者。14其不但為儒學學脈立傳有《聖學宗傳》一書，15更編論《佛法正輪》等

儒禪之作，而其證學之書－《東越證學錄》則更融通儒釋以立說，其思想實為儒

禪合流發展中甚為關鍵之一環。16故論述其說，實對晚明三教交涉與陽明後學之發

展研究上，有其意義與重要性。 

本文主要論其儒釋會通處，並不涉及歷史考證部分。而「儒釋之見」申義處

主要有三：「《佛法正輪》 中的儒釋思想」，主要從周海門儒禪編論之述－《佛法

正輪》，論其儒釋概念之分合，後續則兼論傳統儒學闢佛、雜禪等討論；而「儒釋

工夫論的會通」，則從周海門證學之著－《東越證學錄》，論儒禪教理與教義等層

面之會通；最後，則從「出世與入世的調融」，切入其談出入世調和之問題。本文

即從文獻與資料中，爬梳周海門切入三教之因由，論其如何理解與詮釋「儒釋之

見」，並在其具體會通上檢驗其見，17最後則總結其意義與限制處。 

                                                      
14 黃宗羲在〈張仁菴先生墓誌銘〉中謂：「明初以來，宗風寥落。萬曆間，儒者講席遍天

下，釋氏亦遂有紫柏、憨山，因緣而起。至於密雲、湛然，則周海門、陶石簣為之推

波助瀾，而儒釋幾如肉受串，處處同其意味矣。」見清‧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吳

光執行主編：《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十冊，頁 455。 
15 關於《聖學宗傳》之研究，可參許馨元著：《周海門及其聖學宗傳研究》，1999年，東

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以及陳昇輝著：《《聖學宗傳》、《理學宗傳》對明代理學

之論述與回應》，2012年，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16 關於周海門與佛教高僧憨山之交涉考，則可參彭國翔著：〈周海門與佛教交涉──一

項歷史的考察〉，《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第 34卷，(2012年 2月)，頁 114-123，以

及黃文樹著：〈陽明後學與禪師的交往及其涵義〉，《玄奘佛學研究》，第十六期，(2011

年 9月)，頁 85-124。關於周海門與佛教等關係之研究，可參見(日)荒木見悟著：《明

代思想研究》(東京：創文社，1972年)，頁 229-264。關於周海門在浙東推動禪學處，

則可參孫中曾著：〈明末禪宗在浙東興盛之緣由探討〉，《國際佛學研究》，第二期，(1992

年 12月)，靈鷲山出版社出版，頁 141-176。此外，關於周海門融通儒釋之著，則有趙

偉著：〈合儒釋而會通之：周汝登與佛教〉，《普門學報》，第 44期，(2008年 3月)，頁

75-129。而有關三教合一，則可參見魏月萍所著《君師道合：晚明儒者的三教合一論

述》一書中，〈周汝登：三教「統體」與君師道」一章。見氏著：《君師道合：晚明儒者

的三教合一論述》(臺北：聯經出版社，2016年)，頁 267-319。 
17 關於三教會通的相關研究，可參林義正所著：〈儒佛會通方法研議〉，《佛學研究中心

學報》，第七期，(2002年 7月)，頁 185-211。林義正針對儒釋會通，歸納其會通類型，

有名異實同論、教異道同論、跡異理同論、本末內外主伴論、判教融攝論、殊途同歸

論、萬法同源(一心)論、超越體證論等八種。此外，儒佛會通類型分析，程曦亦有「功

能說」、「判教說」、「同根說」、「不二說」、「批判說」等說。可參見程曦著：《明代儒

佛會通思想研究》，頁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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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法正輪》中的儒釋思想 

「佛法正輪儒釋思想」主要談儒釋概念之分合，以及對傳統儒學闢佛、雜禪

等問題之討論。此處論述，對於儒釋概念之分合主要依據《佛法正輪》一書作為

切入；而「闢佛」、「雜禪」則從其著作中加以爬梳而得。此處主要在匯整周海門

對於儒釋概念同異之辨明，並依此辨明作為後續會通之述。 

（一）《佛法正輪》一書之旨趣 

《佛法正輪》為周海門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所編論有關三教之書。其書

主要涵蓋三教的佛門諸語、儒門諸語、玄門諸語等三部分；後則附有〈論〉表達

其見解。18在三教引述上來看則詳略有別，主要為論佛禪之語為重，而論其要旨在

談三教會通，而周海門《東越證學錄》中論儒釋之處亦皆與此書可互證。19故此書

實可視為海門對儒禪問題之論述，為晚明儒佛調和論的重要文獻之一。 

《佛法正輪》又名〈直心編〉。其弟子方如騏在〈直心編引〉曰：「直心，乃

爾直述」20。乃欲表儒者對佛學「陽避其名，陰取其實」21的矛盾心態，故以正直

無諂曲等「直心」論之，以明儒佛相互資助之實，以斥儒學闢佛之舉。觀其要旨

有三：周海門與方如騏等論儒釋處，以及〈佛法正輪引〉中論儒禪分合等說。 

周海門論三教諸語，其核心論述在申三教會通之義。其在〈多羅尊者〉附〈論〉

曰： 

                                                      
18 此書前有周汝登於萬曆三十一年癸卯(1603)之序引，其書則有「剡城周汝登編論、會稽

陶望齡(1562－1609)參閱、新安門人方如騏校梓」等字。見．周汝登撰：《佛法正輪》，

頁 1。本書之體例，主要為「佛門諸語十八條」中，所節錄皆屬六祖與唐、宋禪師之語

錄，選錄上涵蓋有「福德與功德之別」、「在家與出家修行之問題」、「神通之論」、「儒

釋會通處」等。在「儒門諸語十八則」則引宋太宗與宋儒等人論「佛教有裨政理」、「三

教合一」、「學佛知儒」、「儒釋會通」等。在「玄門諸語四則」，又別附三則，則引唐、

宋道教等人論「治國與治身之理」、「三教一心」等。 
19《東越證學錄》一書完成之時，據鄒元標(1551-1624)序，為萬曆三十三年乙已年(1605)，

見明‧周汝登撰：《東越證學錄》，頁 412。故《佛法正輪》此書完成時間雖早於《東

越證學錄》，但兩書編寫之時間，應有交疊，且《東越證學錄》一書之成書雖晚，但內

容應為長期累積所得，故兩書可視為同一時觀念思想之產物，而論其內容，《東越證學

錄》中所論禪宗與禪師之語，多可從此得到互證，可見此書實可視為《東越證學錄》

外關於佛禪專論之編著。 
20 明‧周汝登撰：〈正輪〉，《佛法正輪》，頁 3。 
21 明‧周汝登撰：〈正輪〉，《佛法正輪》，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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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鏡》云：「若欲研究佛乘，披尋寶藏，一一須消歸自己，言言使冥合

真心。」晦翁曰：「聖學俗學亦不難辨。如言正心，便看自心如何正？言

誠意，便看自心如何誠？此便是聖學，若只作口頭說過，便是俗學。」合

而觀之，儒釋真功無二。22 

此援永明延壽（904－975)《宗鏡錄》與朱子（1130-1200)之說會通儒釋，主

要在論述聖學實自心、自正、自誠之學。儒學本即一為己之學，23這是以「成德」

為中心，以主體切己自反為工夫，藉由此身心踐履達至自我轉化為學習之目的所

在。故程伊川（1033-1107)即論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

非聖人之學也。」24而禪學亦言此義，惠能（638-713)曰：「自性若悟，眾生是佛；

自性若迷，佛是眾生。自性平等，眾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眾生。」25以自性清

淨處來談自我的解脫，論主體一心之迷悟即成佛關鍵處，此即一自性自度心性工

夫哲學。可證海門對儒釋之功的會通，旨在彰顯儒釋之學，皆為本之主體心性自

度自悟等思想類型。海門論禪亦曰： 

六祖深推原本以明功德，其言與帝王精一執中、永言配命之旨相為合轍，

蓋不特傳佛心印而已也。26 

臨濟是宗門龍象，味其所言，無一毫外求 。知不外求，而後能通於儒佛之

旨。27  

此處論六祖與臨濟（？－867)，所謂「原本」與「不外求」，亦從自性自度處

等本體工夫作為申義，海門認為皆有契於儒學處。故曰：「佛家參禪與吾儒致知明

                                                      
22 明‧周汝登撰：《佛法正輪》，卷上，頁 14。 
23 《論語章句》曰：「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宋‧朱熹撰：《四書章句

集注》 (北京：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2003年)，卷七，〈憲問第十四〉，頁 155。 
24 宋‧程顥、程頤撰：《二程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河南程氏遺書〉，

卷第二十五，頁 319。 
25 丁福保註：《六祖壇經箋註》(臺北：大乘講堂，1991年)，〈付囑品第十〉，頁 107。  
26 明‧周汝登撰：《佛法正輪》，卷上，頁 2-3。  
27 明‧周汝登撰：《佛法正輪》，卷上，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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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必有事焉初無二義。入道惟此一路，餘皆傍蹊曲徑耳。」28此即儒釋禪心性本

體工夫之會通，亦為三教合一之樞紐。其論〈玄門諸語〉曰： 

可見術不必從人，傳道不必向人問，皆在自心而已。故曰學道者，從一針、

一草上降伏其心，匪求在外也。玄門如此，儒佛亦然。29 

此亦證三教實皆為一「調伏其心」等自心、自性自度處，這是以主體性思維為本

的實踐工夫。30這是海門論三教之同與會通處，實皆以主體心性作為身心實踐轉化

的思想進路。 

而方如騏亦在〈直心編引〉、〈讀佛法正輪紀〉二文中則闡述了儒釋的分判與

會通，其〈直心編引〉曰： 

儒佛異者跡而不異者心，跡隨遇應，佛謂之因緣，儒謂之素位在外者也，

不可同也，至於心則 高皇帝曰：「聖人無兩心」，盡心、明心皆此心也。

儒言道心、人心，而佛言緣慮心、緣影心、清淨心、無住心，至於辨明八

識剖示真心，事理交融、言思路絕，惟心之旨吐露無餘，蓋視儒言更為詳

且著矣。31 

其論儒釋乃「跡異心同」，即教理相同而教化有別，而其同質處在心，且佛教論心

處較之儒學更為細密，此皆呈現對佛教相應而客觀的見解。其引明太祖「聖人無

兩心」之說以證，實晚明學論三教常見之論。酒井忠夫即謂晚明學者論三教者，

多從明太祖〈三教論〉得到啟發形成三教融通之發展，這樣之觀點包括羅近溪

（1515-1588)、楊起元（1547-1599)、周海門、李卓吾(1527－1602)等人身上皆可

                                                      
28 明‧周汝登撰：《佛法正輪》，卷上，頁 19。  
29 明‧周汝登撰：《佛法正輪》，卷下，頁 16。  
30 如賴永海就指出：「禪宗之『明心見性』旨趣無非是要人悟得此『本心本體本來是佛』；

而宋儒『自誠明』也罷，『自明誠』也罷，乃至『發明本心』、『致良知』等，也同樣是

要人發明此作為『天道」、『人道』之本體之『誠』或者『本心』、『良知』，字眼雖有小

異，思想進路毫無二致，都是強調『明本』、『返本』、『與本體合一』。」見賴永海著：

《佛學與儒學》(臺北：揚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頁 130。  
31 明‧周汝登撰：〈正輪〉，《佛法正輪》，頁 1-2。  

68



論周海門儒釋之見 9

發現。32故方氏實承其師之見。然其論證之目的，旨在對儒釋會通尋覓一內在根據

以作為接榫處。其曰： 

故毋若明判其不同之跡，而不諱其不二之心。明判其跡，則狥跡者自合力

排；而不諱其心，彼悟心處何嫌兼取。身不相濫，而道則為公。33 

此論「兼取」，實欲對儒釋會通覓其可循途徑。儒釋能相應在於其心不二，故不相

妨而能兼取之，此乃取其心而不狥其跡。而其謂之「公」，乃證此心無私，別於傳

統儒者護教本位之心。故方氏論「兼取」，實從學理面識其同質而論。然問題亦在

此，儒釋不同的思想體系與本體工夫，如何兼取？又該如何調和？實未見深論。

這說明了，若無辨其心之同異而形成對比，便無法在理論會通上找到接榫點。34 

當然〈讀佛法正輪紀〉一文，旨在對儒釋建立一同質性之基，故必然從傳統

闢佛處加以辨證。其曰： 

今儒闢佛之言，多說他不著彼，焉能服？如云：「佛以知覺運動為性」。

佛云：「法非見聞覺知」，何嘗以知覺運動為性乎？又云：「儒者本天，

釋氏本心。」夫一切唯心，固是釋旨，然虞廷首言道心、人心，豈非儒者

所本乎？不識不知之道心，即無聲無臭之天載，心與天不得分為二也。『或

曰：「天者，理而已矣。」佛氏最怕人說這理字，故有理障之說，甚為不

通。……。』」35 

其旨在言宋儒闢佛之問題處，並申義儒釋會通處在「天心不二」、「即心即理」一

面。而依此同質之判，方氏認為闢佛核心問題關鍵處在於：「惟是闢者莫沒其最上，

而不闢者毋濫於小乘。不沒最上，則必不舍儒而狥佛，不濫小乘，則不必以佛而

                                                      
32 ﹝日﹞酒井忠夫著、劉岳兵等譯：《中國善書研究(增補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0年)，第三章〈明代三教合一思想與善書〉，頁 224。 
33 明‧周汝登撰：〈正輪〉，《佛法正輪》，頁 2-3。  
34 關於儒釋論心的對比討論，可參見羅永吉對兩者「唯心論主張」的討論。見羅永吉著：

《良知與佛性：陽明心學與真常佛學之比較研究》一書。  
35 明‧周汝登撰：〈正輪〉，《佛法正輪》，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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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儒，此茲編之密旨也。」36此層反思甚為深刻，他認為儒釋本非對立，然「闢佛」

與「狥佛」者則失其旨，而若不失其旨，實無須「舍儒而狥佛」，亦不「以佛而妨

儒」，此實欲證儒釋本並立而生，實可相取而不妨作為詮解，而開儒釋交流與對話

之契。故援此論，儒釋在修行上有取徑之同。其曰： 

惟讀是編，然後知孝友謙和即是修行持戒；朝聞夕可，即是無餘涅槃；勿

助、勿忘、觀未發、尋樂處即是惺寂、即是參禪。37 

此處為方氏讀《佛法正輪》後的效應與體驗，故列出兩者工夫進路作為其會通之

證。而進一步，方氏更從學理同質性之觀照，拓展至身心性命之實際受用。此即

「衣食之說」與「水火之說」之喻。其曰： 

衣火毳與衣布帛有二溫乎，無也；食雕胡與食菽粟有二飽乎，無也。然則

但取溫飽，何分衣食在彼、從彼在此，從此可耳。其人悟復其布帛菽粟之

常，故悟茲編，則仁復其常矣。38 

此說談「域中之人」羨「域外之人」衣食，而雖加以禁置但作用不大。其目的實

欲證明儒釋皆為人之身心性命所需，藉以談佛學存在之合理性與必然性。據此，

更帶出「水火之論」。其曰：「飲醊是水，灌溉是水，至蛟龍所出沒皆是水，水無

二水也。烹飪是火，照燭是火，至烈山澤而焚均之，是火無二火也。水火之用，

隨所遇而已。」39可見其論實談儒釋在對於身心性命之相同處，故兩者實屬「理同

教異」之形態。因其理同，實可會通而不相妨，實可兼取而並存；也因其教異，

故則隨所遇而擇取。這是跳出「闢佛」、「舉佛」等對立之思維判斷來取捨佛教，

而以一種更智慧與靈活的方式來推動佛教。故曰： 

今有人儒衣冠，而不免閱禪典談禪言。然觀其行履，居家則孝友足法，在

                                                      
36 明‧周汝登撰：〈正輪〉，《佛法正輪》，頁 5。  
37 明‧周汝登撰：〈正輪〉，《佛法正輪》，頁 4。 
38 明‧周汝登撰：〈正輪〉，《佛法正輪》，頁 11。  
39 明‧周汝登撰：〈正輪〉，《佛法正輪》，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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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則族黨稱賢，或當守令之職，則廉惠宜民，或逢變故之衝，則籌畫中窾，

如此行履何妨學禪。40 

此說亦著重從「主體踐履」作為學禪與否之解答，可見其實欲懸置闢佛之論的種

種爭議面，而轉化至實修實證處加以檢視，藉此反駁證傳統對佛教孝道人倫的批

評。 

綜上來看，海門與其弟子之論，皆本正面客觀之立場來論佛教，而非儒學護

教之論，並從學理、身心性命、孝道人倫、道德踐履，對闢佛與會通處加以駁證

與闡明。但嚴格說來，三教在終極之理與心性工夫上，亦存在許多殊異之處。儒

談存心養性、釋以明心見性，道談修身養性，故雖見工夫進路之同質性，但缺乏

了對本體之理等異質性的分析與對比，在論述上尚有其不足之處。而從道德人倫

面言，懸置佛教爭議面固然為佳，但如此一來，而以道德踐履作為檢測之法，則

更因各人因體悟不同，則更難形成會通之共識。 

（二）〈佛法正輪引〉中的儒禪分合 

周海門對於儒釋會通，乃以禪宗作為論述點。其切入點則在「儒禪分合」等

概念之釐清，而目的在於對儒禪在教理、教義的定位與釐清。這意謂著其認為儒

禪具有同質性之內涵，但在學術上不斷的產生衝突點，故必須從教理、教義上重

新定位，也才能化解衝突，以利後續之會通。以下可先從〈佛法正輪引〉一文來

觀察。其曰： 

儒與禪合乎？曰：「不可合也」；儒與禪分乎？曰：「不可分也」。何以

明之？譬之水，然水有江、有河，江不可為河，猶河不可為江，必合為一，

雖至神不能，此儒禪不可合也，江河殊矣。而濕性同、流行同、利濟同、

到海同必岐為二，雖至愚不許，此儒禪不可分也。不可合者，因緣之應跡

難齊；而不可分者，心性之根宗無二了。此無二之宗，何因緣之不可，順

彼難齊之遇，何心性之不存？而今之為儒禪者，蓋滯于分合之跡矣。儒者

執儒以病禪，曰禪異端也，足以亂正也。襲人口脗，辭而拒之，乃使忘言

                                                      
40 明‧周汝登撰：〈正輪〉，《佛法正輪》，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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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慮之旨、知生知死之微，皆推之於禪而不敢當之為儒。夫如是則儒門洵

麤淺澹薄矣！無惑乎有志者之逃禪，雖曰尊儒而實隘之，雖曰闢佛而實毆

之，則今時為儒者之過也。禪者執禪而病儒，曰儒世法也，非以出世也，

謂為別有壞而取之，卒使日用飲食之常、經世宰物之事，皆推之於儒而不

敢當之。為禪夫如是，則禪教洵不可以治家國天下矣，無惑乎。崇儒者之

力排，雖曰信佛而實謗之，雖曰崇佛而將禍之，則今時為禪者之過也。為

儒者之過，非其不通禪也，不知孔子之儒也，孔子言朝聞夕死、無可無不

可，如《周易》、《太極》之旨，悟之則無疑於禪，可以不逃，可以不闢

矣。為禪者之過，非其不通儒也，不知如來之禪也，如來言治生產業與實

相不相違悖，如《維摩》、《華嚴》之旨，悟之則無礙於儒，可以用世，

可以超世矣。孔子之旨闡在濂洛以後諸儒，故錄取程門及邵、楊諸失而示

之儒；如來之旨闡在曹谿以下諸師，故摘取《壇經》及諸宗語數條而示之

禪。嗟乎！人而有悟於此，則儒自儒，禪自禪，不見其分；儒即禪，禪即

儒，不見其合。譬禹治水行所無事，水由地中，人居平土，天下宴然，豈

不快哉！儒門之語別見，而此專禪家語也，號之曰：「佛法正輪」，知佛

法正輪，而孔子微言亦在是矣。永嘉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

法輪。」41 

此篇論儒釋之辨與會通，而其採取的論述與切入，實如蘇軾（1037-1101)以江河為

喻等「殊途同歸」之論，42此實有別傳統名相的比附與泛論，而是從教義面與教理

處論其分合。而論其法，實為一對比之法，即以儒禪如江河之狀，其目的當然旨

在強化儒禪「同質性」的認知與「互補性」的理解，進而形成一種對話而溝通兩

者，43這實亦說明了儒禪可藉由彼此對比更加闡釋與發明自身，使彼此更加趨近真

                                                      
41 明‧周汝登撰：〈序〉，《佛法正輪》，頁 1-4。 

42 蘇軾〈祭龍井辯才文〉一文曰：「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

我見大海，有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見宋‧蘇軾撰：《東坡後集》，《蘇東坡

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夏學叢書，1975年)，卷十六，頁 635。  
43 吳有能先生即言：「對比研究可以幫助我們從不同角度去省思可能性，強化理解、降低

衝突。是則對比研究在今天就更形重要。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衝突與矛盾，客觀上就形

成了對話與溝通的需要，而對話必然蘊含著對比。」見吳有能著：《對比的視野－－當

代港臺哲學論衡》(臺北：駱駝出版社，2001年)，頁 7。   

72



論周海門儒釋之見 13

理之道本身。 

而按其言儒禪在教義上之殊異，即如江河之分「應跡難齊」，此為從教義面辨

其異處；而儒禪之合，則在濕性同、流行同、利濟同、到海同，此即言體質與作

用處的殊途同歸，同為性命之宗。但顯然他對儒禪之辨與會通，真正採取的策略

是超越分合、掃蕩分合的思維。 

上述之思維認為儒禪有其同異，但無須著眼於具體之分合，強論其分合皆屬

偏見，偏見則無法見全貌。故言「人而有悟於此，則儒自儒，禪自禪，不見其分；

儒即禪，禪即儒，不見其合。」對周海門而論，因為採取了分合，即說明了對「無

二之真義」產生了誤解，這是無法真正體認與意識到儒禪之道為「一」的意義。

故將其「裂其為二」或再將其「合併為一」，皆是屬於一種偏見的存在。故按其所

論，海門認為儒禪乃屬於一種「跡異理同」型態的會通。44儒禪之間並非屬於多源

的併合關係，這說明了其認為儒禪之道是屬於一同質性的真理，對其所屬該教而

言，皆為真理的意義存在。而其切入儒禪會通處，首要關鍵在心性主體處，儒禪

皆以超越本心的實存主體作為開展，並以此超越本心結穴於生死智慧的體證上，

45最終並歸結出儒禪同具入世之學等特質。 

海門此段論述，是以一種超越性、全面性之視角切入儒禪彼此「本位立場」

談儒禪之病，對傳統論闢佛而言，則為一種「開放性」的思維轉變與超越。海門

認為「忘言絕慮之旨，知生知死之微皆推之于禪」。此點明儒禪思想在「了脫生死」

與「無執無滯」等超越之境界，是具有同質性的，然因儒者「病禪」處，遂使此

二說成為禪學之擅；相對的，禪學之「病儒」，「卒使日用飲食之常，經世宰物之

事皆推之於儒，而不敢當之。」這說明了傳統將儒釋以「出世」、「入世」之分，

實將禪學誤解矮化為出世之學。故其言「禪者之過，非其不通儒也，不知如來之

禪也，如來言治生產業真實相不相違悖，如維摩華嚴之旨悟，之則無礙于儒，可

                                                      
44 所謂「跡異理同」論，指的是儒佛教化之行跡雖不同，但其理一致，所以儒佛相通。類

似的說法，像「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異也。……是故權實雖同，其用各異。」

見林義正所著：〈儒佛會通方法研議〉，《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七期，(2002年 7月)，

頁 203。 
45 傅偉勳先生就提出：「大乘佛教與儒道二家交流的最大成果是在『心性體認本位的中國

生死學與生死智慧』，而此一發展主要在於王學後學之中。」見傅偉勳著：〈儒道佛三

教合一的哲理探討──心性體認本位的中國生死學與生死智慧〉，《佛教與中國文化國

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下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宗教研究委員會，(1995年 7月)，頁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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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世，可以超世矣。」由此可證，海門認為佛法實非出世之學，而具有積極入

世的精神處。這一層體悟實本於惠能之述得來，而其論此「病」，實欲強調兩者應

重視原有內涵，與調整彼此之視野，且相互吸收彼此之課題，以作為主體實踐修

養與社會之穩定。 

總的來說，海門認為儒學孔門之旨，自濂洛以後諸儒而明，佛學如來之旨自

六祖以下禪師而後明，而《佛法正輪》雖為闡明禪學之書，而此書實亦可通儒學

微旨。這點明了儒佛之學實具有「同質性」而殊途同歸，亦具有「互補性」而可

為資證與發明。而其對於儒禪二教在歷史發展與交流、對抗與排斥中，乃是以開

放而務實的態度，面對二者之病加以檢討與廓清，定位彼此內涵之同異，以超越

分合之開放思維作為切入，其說實開啟了儒禪發展與交流之正面契機，也跳脫傳

統儒佛之本位立場，以己為尊調和對方的限制，而對儒禪問題有其健全之見，此

實即此文之價值與意義所在。 

（三）論雜禪與闢佛等問題 

上述談儒禪分合，乃為學理之辨，接續則針對傳統儒學對佛教之批判作一回

應。此即談「雜禪」與「闢佛」等問題。據〈南都會語〉載： 

或問：「象山、陽明之學雜禪是否？」先生曰：「子還體認見之？抑隨聲

和之者？夫禪與儒，名言耳。一碗飯在前，可以充飢，可以養生，只管吃

便了，又要問是和尚家煮的？百姓家煮的？」或曰：「是飯便吃，將無傷

人而不覺乎？」先生曰：「傷人者祇恐不是飯耳。若是飯，豈得傷人。爾

欲別其是飯非飯，須眼看口嘗始得。不可懸度。二公之學，若是棄君臣、

離父子，一切與人不同，這便害人，不是飯矣。今二公所舉者，孝弟忠信，

所扶者倫理綱常，朝甕夕飧，家常無改，試受用之，便自知味，何得隨聲

妄度，只在門面上較量，不思自己性命，求箇實落安頓處，眞為可憫、可

悲之甚也已！」46 

「雜禪」之思維，本即儒學護教下對於佛教進行的思想抗爭，進而從儒學內部的

                                                      
46 明‧周汝登撰：《東越證學錄》，卷一，頁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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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過程。海門之回應，懸置了對問題之論，而將問題導至動機的反省，作為廓

清傳統以陸王雜禪為偏見的策略。 

以象山（1139-1192)、陽明「雜禪」，實為朱學常見之論。如明儒羅欽順（1465-

1547)，即論象山、陽明為禪。47然此一批判，未必合於學術真實。論思想是否雜

禪？首要處在理論的理解與相應。象山之學實從孟子處自得之，陽明其學乃從朱

子之學搏鬥而來，兩者皆為近於孔孟心性論處，而除理論的理解與相應外，則可

從踐履處判之。《明儒學案》有一例即可為佐證。其載： 

孫鍾元曰：「文敏議象山﹑陽明為禪學，為異說。夫二人者，且不必論其

學術，荊門之政，有體有用；寧藩之事，拚九死以安社稷。吾未見異端既

出世而又肯任事者也。」此以其外而言也。48 

此為程朱學者崔文敏批判陸王為禪，49對此孫奇逢（1585-1675)則反批其說，其立

論點乃從「道德經世」等踐履處論其非禪。對於以象山、陽明為禪學之質疑，錢

穆（1895-1990)即指出：「整菴分析儒、釋異同，洵為有見。若純就人文本位之大

綱節處著眼，則程朱儒，陸王亦儒。其一段淑世不離世精神，要自與宗門出世不

著世者分別，不得謂程朱儒而陸王禪。」50這亦是從儒者道德淑世處作為辨別，而

與周海門、孫奇逢論點一致所在。 

                                                      
47 羅欽順在〈答允恕弟〉一文中批判象山曰：「象山之學，吾見得分明是禪，弟則以為似

禪，似之為言，髣髴之謂也。以余觀之，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象山亦然。其所

謂至道，皆不出乎靈覺之妙，初不見其有少異也，豈真髣髴云乎！」見明‧羅欽順撰：

《羅整庵先生存稿》(臺北：廣學社印書館，1975 年)，卷一，頁 9-10。在〈答歐陽少

司成崇〉一文則批評陽明良知天理說，其曰：「來書格物工夫，惟是隨其位分釋，修其

日履。雖云與佛氏異，然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則無以達夫一

貫之妙，又安能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哉！此無他，只緣誤認良

知為天理，於天地萬物之上，良知二字自是安著不得，不容不置之度外爾。聖人本天，

釋氏本心。天地萬物之理，既置之度外，其所本，從可知矣。」見明‧羅欽順撰：《羅

整庵先生存稿》，卷一，頁 13-14。 
48 清‧黃宗羲撰：〈諸儒學案中二〉，《明儒學案》，卷四十八，頁 1155 -1156。 
49 《明儒學案》載崔文敏曰：「先生之學，以程、朱為的，然於程子之言心學者，則又刪

之，以為涉於高虛，是門人之附會，無乃固歟！至其言理氣無縫合處，先生自有真得，

不隨朱子腳下轉是也。其詆陽明不遺餘力，稱之為霸儒。」見清‧黃宗羲撰：〈諸儒

學案中二〉，《明儒學案》，卷四十八，頁 1155。 
50 錢穆著：〈禪宗與理學〉，《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錢賓四先生全集 19》(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年)，頁 321。 

75



興大中文學報第四十期 16

當然，這說明了學術立場不同，則不易理解與相應，於是易形成誤判！故就

此層面言，懸置「思想義理系統的判定」，而從「道德踐履」作為判別，反而更易

見學術真相。可見海門是從「道德踐履」等「君臣人倫」、「孝弟忠信」等倫理綱

常作為判別點。除此，上述引文海門更從一「功能性」的意義加以論述。如其謂

禪與儒名言耳，即從名實之關係，對名的虛妄性作一消解與超越，而直入真實之

境。究其意而言，儒禪「可以充飢，可以養生，只管吃便了，又要問是和尚家煮

的？百姓家煮的？」則是以「身心性命之需求」來界定儒禪存在功能性。至此可

明，儒禪實皆人之所需而不可缺。這是不同傳統觀點來論禪學，對禪學有其高度

肯定，消解了以禪為異端之論，自然亦否定對「雜禪」之批判。當然，這層需求

其內容所舉為何？是否與儒學一致？實如上節所言，在論述與舉證上都不夠完整。 

由上述之論，可見海門實以兩層「客觀意義」論雜禪之問題，一則切入「道

德踐履」作為判別，以明陽明、象山其為儒無疑；再則論儒禪同為身心性命之需

求所在，則明禪學之功能與作用，以明闢佛禪之誤。而此學術爭議，海門最後更

從「主體修鍊的實證狀態」切入，藉以反思闢佛與雜禪之問題。據〈南都會語〉

載： 

一友不喜聞佛，先生曰：「闢佛須自有安身處，不可茫然隨俗詆毀，如朱

晦翁闢佛，其自身如泰山喬嶽，有箇安頓處，不如今人茫茫然隨人口轉也，

然其所闢，亦皆二乘之學，游定夫所謂彼不自以為然者，世間若盡作二乘

見，鮮亦不成世界，能知如此，闢佛者不可無，吾不敢不敬承之也。51 

海門認為「闢佛」之見，必基於主體「安身與安頓」等實證狀態而為之的。所謂

「安身與安頓」，指的是主體修鍊的穩定狀態。有此實修、實證談「儒釋之辨」方

有意義。如〈與劉沖倩〉信中曰： 

儒佛之辨不諍，為是兩者是非不自今日矣，前人辨之已不知多少，驅闢異

端亦不自今日矣。前時斥逐，亦不知幾遍，有能真為自己性命者，究到精

微去處，自然曉得同異，不然浮游之徒，與言何異？但只照管自身，其餘

                                                      
51 明‧周汝登撰：《東越證學錄》，卷一，頁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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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付之東流可也。我前有「心明境驗」四字。心不明白，對鏡捱排，謂

之瞎練盲修；境打不過，冒言心明，謂之掠虛捉影。自勉與接引人第一，

不可忘了此語。52 

對「儒釋之辨」，海門之立場仍是「懸置問題」，因為是非誠難以定論。海門的思

考在於：談儒釋之辨，此辨是否來自於真知真體？顯然他認為此一學術爭議，實

非口說言談的論辯，而應為反身實證處加以得證與確認。 

而從思想的發展而言，海門從「主體修鍊的實證狀態」等判定來談「儒釋之

辨」，實有學術脈絡可循，此即承繼陽明與龍溪之立說。陽明在論述辯與教授上，

本即從「良知本心」作為證入，故其針對弟子薛侃去花草之喻，53對其問題之教授

即謂：「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窻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54這說明心念之正與否，實乃道德實踐之關鍵，而不是外在事物的是非。故其而

言，此即一逆覺本心的自我誠意工夫之過程。而王龍溪對此之論，則更加自覺與

深入至三教研析之中。其於〈書陳中閣卷〉中即言：「吾儒與二氏之學不同，特毫

髮間，須從源頭上理會，骨髓上尋究，非見解言說可得而辨也。」55此亦點明三教

在彼此思想系統融通下，不易於言語辨析處得之。故又指出： 

吾人今日未須屑屑與二氏作分疏對法，且須究明吾儒本教一宗，果自能窮

源，方可理會彼家之源頭，自能徹髓，方可研究彼家之骨髓，毫髮不同處，

始可得而辨。若自己不能究明此事，徒欲從知解湊泊、言說比擬，以辨別

同異，正恐同者未必同，異者未必異，較來較去，終墮葛藤，祇益紛紛耳。

56 

                                                      
52 明‧周汝登撰：《東越證學錄》，卷十，頁 625。  
53 《傳習錄》載：「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

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

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為善，以草為惡；如欲用草時，

復以草為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見陳榮捷著：

《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臺北：學生書局，1992年)，卷上，頁 123。 
54 陳榮捷著：《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卷上，頁 123。 
55 吳震編校整理：《王畿集》，卷十六，頁 477。 
56 吳震編校整理：《王畿集》，卷十六，頁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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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窮源」與「徹髓」，乃談主體必須進入自我體悟的論述。對其而言，三教彼

此思想系統已然呈現複雜而細密之交融，若未能進入主體修鍊的實證狀態予以體

認，而輕易批評與論定，皆是未能深究其意，反而更生紛擾。故於〈水西別言〉

言：「到得徹悟時，毫釐處自可默識，非言思所得而辨也。」57這即闡明根植於主

體實踐優先性，如此方能在密證體認狀態進一步衡定三教之別，而所謂「徹悟」，

則更闡明了身心實踐體認之重要意義性。 

而海門上述所揭示的「心明境驗」，即此主體修鍊實踐狀態的自我檢定過程。

從本體工夫言，主體之明待於境驗。所謂「境驗」實指人情事變之磨鍊，陽明稱

之「徹悟」。58亦即當主體遇境能從心不逾矩，方可謂之心明；而能達此境，則有

賴「本體之悟」與「工夫涵養」不斷的操作之為。而謂「心不明白，對鏡捱排，

謂之瞎練盲修」，則強調的是本體之悟，以本體帶動工夫。當心體不明，則是缺乏

頭腦指導，工夫自不得力，此為「瞎練盲修」。究其全義，此亦心體須在現實中不

斷磨練、檢定與修正，使其益發成熟與穩定，而成為身之主宰。相對來說，「境打

不過，冒言心明，謂之掠虛捉影」，此即闡明本體工夫不到位，故遇境而奪志，隨

波而逐流，此身心自非穩定狀態而為虛影。所以心明境驗，實為實踐指標之處，

亦為自身衡定儒釋之辨的關鍵處。 

這說明了對於「儒釋之辨」等爭議，海門之策略實欲導入一從性命之學等主

體實證中才能加以闡明，而有別於傳統之論。就此而言，此實其優點處；相對來

說，一進入主體修鍊的實踐狀態，必因各人修行上下而有所殊異，如人飲水，冷

暖自知，亦難成為學術之共識所在。但此一實證的涵義，較之傳統單從學術主觀

立場來判定，實更具意義與價值。 

總的來說，海門關於雜禪與闢佛之問題，是迥異於傳統以「儒學本位性」、「異

端」的角度來看待佛學，其乃採取懸置學術爭議的方式，並從客觀「道德踐履」、

「身心性命之需求」等狀態之衡定，以及「主體修鍊的實證狀態」等判定來談「儒

釋之辨」的問題。 

                                                      
57 吳震編校整理：《王畿集》，卷十六，頁 477。 
58 王龍溪〈留別霓川漫語〉曰：「從人事練習而得者，忘言忘境，觸處逢源，愈搖蕩愈凝

寂，始為徹悟。此正法眼藏也。」吳震編校整理：《王畿集》，卷十六，頁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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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釋本體工夫論的會通 

關於儒釋工夫論的會通，海門切入點主要兩者從「工夫之悟」作為會通處，

並在會通處推向「執的消解」。藉此以明儒釋思想在心性工夫與修養之同。 

（一）以悟為宗 

關於儒釋會通，周海門首重「本體工夫」，此為思想系統最為核心之處。而其

指向的是儒釋的工夫之悟。如〈南都會語〉曰： 

公曰：「謂儒釋無異，以悟為宗，竊恐於孔門道脈，稍隔一指。」先生曰：

「悟之一字，前云即知即明，知『知止』、『明善』為孔門道脈，則避卻

悟字亦得。至于儒釋同異，從來辨論已多，不必重舉，今日所辨，在儒門

中之異同，如所謂『由仁義行』與『行仁義』，同一仁義而眞偽迥殊，不

可不知，學術之辨，為此而已。」59 

海門認為儒門內部異化之辨，實遠比儒釋之異更為重要。而論儒釋同質，即

在本體之悟，此層意義為禪門所掩，儒學實亦以悟為宗。〈南都會語〉又曰： 

不然《大學》何以首提『知止』、《中庸》何以根歸『明善』，知也明也，

即所謂『悟也』，非必禪門始有也。60 

海門在此舉《大學》「知止而后有定」61、《中庸》「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

誠乎身矣。」62等說來談儒學之悟。知止乃知於所當止，明善則在於誠身有道。海

門實將「知」、「明」二字皆視為體悟之義，故詮此二義為本體的覺解，以證儒學

之悟。當然，海門在以儒釋皆以悟為宗，實有所本。惠能禪學本即重迷悟之判，

故其曰：「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63、

                                                      
59 明‧周汝登撰：《東越證學錄》，卷一，頁 441。 
60 明‧周汝登撰：《東越證學錄》，卷一，頁 440。 
61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頁 3。   
62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頁 31。 
63 丁福保註：〈般若品第二〉，《六祖壇經箋註》，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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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

惱；後念離境即菩提。」64此皆從主體之迷悟處等一念自覺，來談主體之生命境界

升降。心學亦重體悟之工，王龍溪在歸結王門入悟之法，亦提出「解悟」、「證悟」、

「徹悟」等工夫。65此實明儒禪皆以悟作為本體工夫處。 

當然，入悟作為本體之覺解，是儒釋達至聖佛境界之修行法門。然深究之，

則可證同中之異。禪學之悟，旨在以般若智慧體悟諸法實相，並得到解脫之轉化

歷程。佛教論現象是無常生滅的，皆因緣遇合而成，而與諸法實相有所別的，而

主體之把握即是以無所別、無住的分別心等純粹經驗加以把握。而儒學所追求的，

則是在「萬物一體」的道德情感的覺解中，經由自我道德修養與身心磨鍊，將此

心與天地萬物「道德化」與「秩序化」。故實際來說，禪學「無執著」與心學的「無

私欲」，即明確的彰顯了二者工夫的殊別處。66此實說明了儒禪二者所悟之理，乃

至入悟之法實亦有別。 

故海門所舉之例，乃談本體之善的覺解，以及工夫的為善去惡，如此方能保

持本體的超越性與至善義。但嚴格說來，是與禪宗入悟之理、悟法工夫上是有所

別的。海門雖窺見儒釋之同，即皆以悟為宗；但無窺儒釋之異，其對儒釋工夫進

路雖有同質性體認，但無深化本體與工夫之殊異所在，則易使儒釋疆域混淆不清！ 

（二）執的消解 

儒釋會通第二個層面，乃從《六祖壇經》與《金剛經》與儒學經典教義作會

通。據〈剡中會語〉載： 

無射問：「本來無一物」又云：「不誠無物」者何？先生曰：「『本來無

一物』即是誠」，曰：「如何不誠無物？」曰：「如耳無物然後聰，有物

                                                      
64 丁福保註：〈般若品第二〉，《六祖壇經箋註》，頁 27。   
65 王龍溪〈留別霓川漫語〉曰：「師門嘗有入悟三種教法：從知解而得者，謂之解悟，未

離言詮；從靜坐而得者，謂之證悟，猶有待於境；從人事練習而得者，忘言忘境，觸

處逢源，愈搖蕩愈凝寂，始為徹悟。此正法眼藏也。」見吳震編校整理：《王畿集》，

卷十六，頁 466。 
66 趙旗在〈心學與禪學之辨〉一文分析曰：「在禪學和心學看來，所謂萬物皆空和萬物一

體並不是主體刻意追求的境界，而是世界存在的基本原理，要達到對這種真理的認識，

主要在於主體的態度的改變。在禪學是要作到無執著，在心學是要做到無私欲。」見

趙旗著：《心學與禪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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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聽而不聞，不成耳矣；目無物然後明，有物則視而不見，不成目矣。推

于酬酢萬事，若有一物，便顛倒錯亂事不成事，此之謂『不誠無物』」。

67 

此段為海門針對《六祖壇經》與《中庸》兩書「本來無一物」與「不誠無物」之

會通。觀「本來無一物」，為六祖惠能針對神秀（606-706)：「身是菩提樹，心如明

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佛偈而發。68六祖當下體悟空性，故無一物可執，

較之神秀尚以工夫復其本體，其境界尤高。而「不誠無物」，則語出《中庸章句》

一書。其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69乃談本性的自

我實現的「盡性」之義，故萬事萬物無不以誠為主。 

具體論其會通，「本來無一物」，是惠能以遮詮方式表達覺悟真理之事；70而

「不誠無物」，實則論「誠則有物」等創造之歷程，兩者在實際語意上實有所別。

然語意雖有疑義，但可證其說乃屬創造性的詮釋。海門曰「若有一物，便顛倒錯

亂事不成事」，則可證其乃從心體之意見、擬議處申義，其目的在論此心之無執無

滯。海門這種詮釋當然符合儒禪之思維特質。如陽明《傳習錄》有載：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著不得些子塵沙。些

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

念頭亦著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71 

陽明謂「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即在申義心體本無一物，心不可有所執滯，若

執心一生，則會產生忿懥、好樂等情意的留滯，即破壞此心的本然狀態。72 

但深

                                                      
67 明‧周汝登撰：《東越證學錄》，卷五，頁 499。 
68 丁福保註：〈行由品第一〉，《六祖壇經箋註》，頁 9。 
69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頁 34。 
70 吳汝鈞著：〈壇經中神秀偈與惠能偈之哲學的解釋〉，《游戲三昧：禪的實踐與終極關

懷》(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頁 67。 
71 陳榮捷著：《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卷下，頁 380。  
72 陳來著：《有無之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 210。當然此論述主要在談陽

明〈四句教〉中「無善無惡心之體」之意。陳來謂陽明〈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

「它的意義不是否定倫理的善惡之分，它所討論的是一個與社會倫理不同面向

(dimention)的問題，指心本來具有純粹的無執著性，指心的這種對任何東西都不執著的

本然狀態是人實現理想世界的內在根據。」見陳來著：《有無之境》，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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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來說，「不誠無物」，則是從道德本性之充足與實現歷程來加以論述的，這與禪

宗以「無一物」等超越二元對立的覺悟之境來論，是有殊異的。當然心學亦談有

無之境，心體在無執性中的確有取徑佛道之處，73但其對「至善」等道德價值的把

握，仍是無可否定的。觀陽明解「不誠無物」即曰：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

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

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

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

『明明德』之功，只是箇誠意。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74 

陽明論物，乃指仁民愛物等倫理之事，是將其置於「心外無理」、「心外無物」之

涵義加以把握的，而關鍵處即在「誠意」等意念誠化處，可證陽明雖同禪宗對心

體的「無執性」之特質加以肯認。但究其意而言，「無執性」對陽明而言，只是修

養的境界，非終極目標所在，其目的在確認此心之純粹性後的道德實踐，故其批

判佛教自私自利，則顯其終極價值之殊異。75依此可證，海門以「不誠無物」與「本

來無一物」來會通儒禪，雖有見於儒禪「無執性」等處，卻無論兩者在工夫上與

終極價值的不一，在論述上則有不足之處。 

而除《六祖壇經》外，在禪宗甚為重要的《金剛經》，亦是儒禪會通的契入點。

禪宗本以《楞伽經》印心，後來漸以《金剛經》取代《楞伽經》。76而《金剛經》

                                                      
73 如陳來就指出心學對佛教的吸收可分為「形式的」的和「實質的」兩種情況。在「本

體」與「工夫」方面，心學主要是「形式地」吸取了佛教的思想。但在境界上，心學對

佛教無著無我之境作了「實質」的吸收。陳來著：〈南宋的新學與佛教〉，《中國近世

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 219。 
74 陳榮捷著：《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卷上，頁 37。 
75 《傳習錄》載：「先生曰：『僊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

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僊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

却於本體上加却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

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些子意在。』陳榮捷著：《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卷下，

頁 328。 
76 關於《楞伽經》在禪宗初期之發展，相關討論可參洪修平著：〈略論楞伽師、楞伽禪與

中國禪宗〉一文，洪修平著：《中國佛教與儒道思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年)，頁 209-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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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佛教般若思想之經卷，亦為禪宗重要的思想來源。海門即從《金剛經》發端，

藉以談儒禪之會通。在〈題朱事之尊人卷〉一文曰： 

會稽朱事之外服儒行，內契禪宗，家庭父子兄弟夫婦間，率以是事相激揚，

此人生之極樂也。事之尊人方服官政，而喜持《金剛經》，人或疑其異。

夫以儒書求《金剛經》則非異說矣。金剛表體性不壞，至誠無息之旨也；

我人、生、壽之，無、意、必、固我之絕也；夢幻泡影之喻浮雲富貴之宗

也，受持者拳拳服膺而弗失也，種種福德筭數，譬喻不能及者無以尚之也。

金剛之旨，儒宗自足，豈有異焉？77 

「外服儒行，內契禪宗」，實乃身融二教之學，自然引起質疑。海門對此則以

《金剛經》為據，以儒學經典為例切入會通，此實可視為「儒釋調和論」的疏證。

海門以「金剛表體性不壞」論「至誠無息之旨」。按「金剛」乃實相般若之形容，

依經義來說體性不壞，78乃談般若智慧力量如同金剛一般，不受現象情識左右，而

能歷劫千生流轉六道；而論其用，則為其鋒利而斷一切愚妄迷惑。而「至誠無息」

語出《中庸》一書，79朱子乃謂天道「既無虛假，自無間斷」。80海門以「金剛」會

通「至誠」之說，實欲明本體「永恆性」與「真實性」之特質所在。 

而其切入會通處，則以《金剛經》中所謂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等「非

                                                      
77 明‧周汝登撰：《東越證學錄》，卷九，頁 594。  
78 關於「金剛」其意，按譯經不同則有不同之解讀。據《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解》曰：

「此經以喻法為名，實相為體，無住為宗，斷疑為用，大乘為教相。初釋喻法名者，

金剛喻也，般若法也，金中精剛至堅至利能碎萬物，此經能斷眾生疑執，取以為喻。」

見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明‧宗泐等註：《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解》，收於《大

藏經》經疏部第一冊(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大藏經委員會影印，1956年)，頁 228。鳩

摩羅什(384-417)之譯本，實稟承中觀學說，故謂：「金剛是般若的形容詞，即以金剛的

堅固不壞之體，比喻般若的永恆與真實；以金剛的尖銳鋒利之用，比喻般若對一切愚

妄迷惑的摧破能力。」、此外「而稟承了瑜伽行學說的玄奘(600-664)譯本，則將金剛理

解成像金剛石一樣難以斷除的無盡煩惱，故將般若視為能切斷金剛石的銳利無比的得

大智慧，譯成《能段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見徐興無注譯、侯迺慧校釋：《新譯金

剛經》(臺北：三民書局，2013年)，頁 12。可見海門對金剛之論述乃依鳩摩羅什譯本

《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為喻。 
79 《中庸章句》：「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

明。」見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頁 34。  
80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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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之心」與孔門「四無」為同。觀「非相之心」乃《金剛經》中佛菩薩之境。其

曰： 

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

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則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

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

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81 

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

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則為非住。82 

依《金剛經》經義來說，佛菩薩境界之契，即謂能體悟現象、情識之有限與虛妄

而不為所繫，故能依「無住之工」達至「無相之境」。83相對世人執相，實受現象

情識等拘而有所執滯，而無法體認般若經典揭示的「諸法皆空」之義。而毋意、

必、固、我，84乃謂此心無私意、無期必、無固執與自我之心。85海門以《金剛經》

                                                      
81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明‧宗泐等註：《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解》，頁 232。 
82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明‧宗泐等註：《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解》，頁 233。 
83 杜保瑞著〈《金剛經》的無相境界〉一文指出：「『無相境界』即是主體在進行了化除心

識執著之後的最智慧的自由任運的心識狀態，所謂自由即是不受現象、事件、感受的

侵擾，所謂侵擾即是主體自己對著現象、事件、感受進行認取的立場，此一認取立場

一出，主體即伴隨著現象、事件、感受而束縛了自己，使主體自己即恆久地處在虛妄

的現象世界中流轉，這一切的歷程皆因主體的認取心力而構成，撤銷此一虛妄歷程之

後即應無任何認取心識，『無任何認取心識』即是一『無相境界』的心理狀態，『無相

境界』即是主體成佛境時的真正展現狀態，此一展現狀態並非就著宇宙論知識意義說

著存在的情況，如涅槃觀念或法界觀念之所應說明者，此一狀態展現是就著主體作為

一正在活動中的存有者的真實活動心態而說之展現者，所以是一個本體論觀念意義的

境界狀態之展現，此一展現即是展現出主體之不對一切現象、事件、感受進行認取心

的心態。」見杜保瑞著：〈《金剛經》的無相境界〉，《第六次儒佛會通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下）》，華梵大學哲學系，(2002年 7月)，頁 274。 
84 《論語集注》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見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

注》，卷五，頁 109。此義朱注解為：「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

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見宋‧朱熹撰，《四

書章句集注》，卷五，〈子罕第九〉，頁 109-110。    
85 朱子之釋，當然後人是有疑義的，如程樹德《論語集釋》之「發明」指出：「按：此章

之意，即『不億不信』、『億則屢中』之意。乃測度之意。朱子釋為私意，以伸其天理

流行之說，已屬不合。陸王派直將意字解為意念之意，以無意為不起念，更為強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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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通《論語》之說，旨在於強調心體因執而成滯，故上述會通點乃歸結在「執的

消解」與「無之工夫」上。 

而上述詮釋，亦證之其以「夢幻泡影」喻「浮雲富貴」上。按「夢幻泡影之

喻」實為《金剛經》一經之總結要旨處。86其論一切有為相，乃暫存而非實，故曰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而佛菩薩之境即在「不取於相，如如不動」，終而達至「無

相之境」。而「浮雲富貴之喻」，則為孔子處世之擇。87後人則就「安貧樂道」、「孔

顏之樂」等意義加以闡述。88海門會通處則著墨於「現象世界的虛妄」以及「執的

消解」的詮釋中。 

海門上述的詮釋進路，明顯的採取佛教經典教義，作為儒家經典的會通，其

旨在闡明經驗世界的虛妄與執的消解。但深究而論，則可見其論述產生之問題。

首先，就《金剛經》申義破執之處，乃言「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是以「三句論法」否定再否定的句式，來凸顯其般若觀中超越與反思的一面。這

說明了任何語言文字皆屬載道之具，而非真理本身。此皆與《論語》「毋意、必、

固、我」中，針對主體意識之否定，在層次內涵上是有不同的。 

其次，佛教論法，乃指一切物質與精神等處，並略分「有為法」與「無為法」

兩種。無為法乃相對於有為法而言的。有為法乃依因緣遇合而成，則為暫存而有

生滅；無為法乃因無造作，不依因緣遇合而成，故無生滅，乃屬永恆不變的絕對

存在。故《金剛經》曰：「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

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89故佛菩薩之境者，皆能「不住於相」、

「於法無所住」，超越一切有為法而無所執。而孔子「四無」對於佛教而論，則屬

有為法中的「心法」處，其說實與佛教論法不同，其心法實亦佛教欲破之處。 

最後，孔子論「浮雲富貴」關鍵處在「合義與否」。其說非著墨於超功利之境，

                                                      
我。」見清‧程樹德撰：《論語集釋二》(北京：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1997年)，

卷十七，頁 575-576。 
8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解》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見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明‧宗泐等註：《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解》，頁 238。 
87 《論語集注》曰：「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卷四，〈述而第七〉，頁 97。  
88 如朱子云：「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

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見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卷四，〈述而

第七〉，頁 97。 
89 姚秦‧鳩摩羅什譯、明‧宗泐等註：《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解》，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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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過高之論而不近人情；亦非如佛教一般，因體認經驗世界的無常性，而以無

住之心加以消解的，其所關切的，是以「合義」等道德自覺，作為主體對世界之

運作法則。孔子並不排斥富貴之求，
90

亦非以「浮雲為富貴之宗」。海門之解讀，

實屬一創造性的詮釋。 

總的來說，海門在詮釋儒佛會通上，有見於兩者在於「執的消解」，但無視儒

釋在教理上之別，實易形成疑義。其因在於佛教般若之空與儒學對世界之肯認，

畢竟有所不同的，故在申義上則會產生會通之困難。而其認為《金剛經》之意儒

宗自足，亦不過是儒學本位態度的反映。但無可否認的是，其融攝佛教經典於儒

學思維之中，實對禪宗其學意義之肯認與地位的提高。 

四、出世與入世的調融 

出世與入世的調融，主要在融通以傳統入世為主的儒學，以及以佛教為出世

之說，論其關鍵點自然落在忠孝概念中延展而出的「孝道人倫」與「君臣之義」。

其論述首將儒禪孔聖（前 551-前 479)與六祖惠能同質化加以調和，後續則從出家

與為官修行問題處，重新加以界定與闡明，使其能與現實入世交融而無所礙。 

（一）聖佛形象之交融 

海門在思想上將儒禪會通，更進一步亦將儒學孔聖與禪宗六祖惠能加以交融

互證與調和。此乃從教義、教理等同質性的對比論述外，亦延展至儒學教化與佛

教弘法相似，最終則將聖佛精神形像與人格特質加以比附而論，就其觀察而言，

儒教聖人與佛教菩薩的形象是一致的。91當然這是晚明時期儒釋調和下常出現的

一種論述。此處可從海門〈重脩曹溪志序〉一文中的觀察來看。其曰： 

余移官嶺表，因得至韶水上曹溪，瞻禮六祖眞身，方度嶺初地，見一華表

                                                      
90 《論語集注》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宋‧

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卷四，〈述而第七〉，頁 96。  

91 相關討論可參呂妙芬著：〈儒釋交融的聖人觀：從晚明儒家聖人與菩薩形象相似處及對

生死議題的關注談起〉一文，《近代史研究所集刊》，No.32，(1999 年 12 月)，頁 165-

207。此文主要從晚明理學教化可以與佛教弘法相提並論，故儒家之聖人因此帶有近似

佛教菩薩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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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立題曰：「禪林洙泗」。因竊嘆禪本曹溪，儒宗泗水，彼此相況，庶幾

近之。蓋嘗縱論宇內名區所在，贒聖托跡，在峨嵋則有普賢，在五臺則有

文殊，在補陀則有觀音，非不各稱靈奇，然而智者，於此見斯了然，苟非

其人，不生奇特之想，即起渺茫之疑者不少矣。後在少林則有初祖，在黃

梅則有忍師，自是東土眞宗。然而一雨初滋，眞言未普，單辭密語，銕壁

懸堐，中根俗士，輳泊不易矣。惟至大鑒肇生曹溪說法，而後上下俱接，

顯密齊彰，數卷《壇經》依希《論語》，隨緣率履，不越尋常。夫人試觀

新州百姓，而知佛祖即是凡夫也；觀安置母宜，而知出家即是在族也；觀

隱身避難，而知神通即是見用也；觀平直頌偈，而知法語即是恒言也；觀

問難請益，而知機鋒即是唯諾也；觀香泉寶嶺而知西天即是東土也；上智

上根一毫不得馳騁，愚夫愚婦隨人可以與能，闢佛者足自相忘無言，崇佛

者庶幾不入歧路，下學上達與孔同旨，承前啟後與孔同功，以曹溪擬洙泗，

豈不庶幾近之哉！92 

海門以曹溪擬洙泗，與晚明儒者楊起元（1547-1599年）有著類似的觀察與見解。

93周海門和楊起元與憨山交好，憨山在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因涉朝廷政爭，

以私修廟宇罪入獄，流放至廣東雷州。憨山在流放曹溪期間，也藉此復興與改革

禪林。94憨山於是乃重脩〈曹溪志〉與重刻《法寶壇經》。此二書付梓後，則分別

敦請周海門撰〈曹溪志．序〉、95楊起元撰〈重刻法寶壇經．序〉。96此兩人當然是

名重一時的學術領袖，故藉其聲望與拉攏其人對其禪宗之傳播是有積極作用的。

而周海門和楊起元兩人亦甚為重視與推崇惠能禪學，這種思想的發展可謂是新的

                                                      
92 明‧周汝登撰：《東越證學錄》，卷七，頁 551。  
93 如明儒楊起元即曰：「六祖初到黃梅，道佛性無南北，五祖訝其根性太利，著槽廠去逐

一意舂米，供給僧眾，至於腰石石，為之凹，卒至書偈得法而去，則六祖天資忠厚信

實可見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可見孔子亦只一箇忠信人。」

明‧楊起元撰：《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雜家類 90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佘永寧刻本，1995年)，

卷 3，頁 344。此處主要以「忠信」等特質作為儒禪形象之會通。   
94 關於憨山德清對於曹溪祖庭的改革過程，可參江燦騰著，《晚明佛教改革史》(桂林：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第二篇〈改革者德清中興明末曹溪祖庭的經驗透視〉，

頁 69-190。 
95 關於〈曹溪志．序〉一文，見明．周汝登撰，《東越證學錄》，卷七，頁 551。 

96 明．楊起元撰：《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卷 3，頁 358-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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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就佛教言，其宗教教義實以佛之言說、行止作為學習與理論之依據，並以

佛之人格作為典範，其目的則在以成佛作為終極目標。這種以佛為本之特質，實

具有一彼岸性與超現實性，故具有出世性之色彩。97而自禪宗惠能興起後，則是將

此彼岸性與超現實性一轉為具有世俗性、入世性的發展。98這是一種從「佛本」到

「人本」的人文主義的新的建構。余英時先生即認為禪宗走的是內在超越之路，

它的「超越真實」即是內在於人的「佛性」或本心，而將人的覺悟從佛寺與經典

束縛中解放了出來，這對於佛教史而言誠為一場革命運動。99  

海門在此以曹溪擬洙泗，即是從這層「人本」的涵義中，凸顯了人之主體性

與平等性的概念作為切入，將其與儒學的入世性作為交融之面向。而其比附處，

亦非僅從教義與教理面申義，實亦擴及至〈行由品〉等事蹟、經歷、教化等過程

予以論述而有其特殊處。海門首從「入世之教」詮釋《壇經》與《論語》之精神。

其曰：「數卷《壇經》依希《論語》，隨緣率履，不越尋常。」、「觀平直頌偈，而

知法語即是恒言也」。按其言《壇經》與《論語》兩本經典特質與經教方式，都呈

現於生活中隨機點撥的常道法則。儒學本即入世之教，而惠能更提出：「佛法在世

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100儒禪對日常世界的存在意義在

界定上或有輕重，但都不約而同將此日用常行處，作為主體身心修練進而「自身

轉化」或「尋求解脫」的實踐場域。101概括來說，這兩本經典，具一種對世俗生

活指導的同質性作用在。當然這也意謂海門將儒禪施教弘法內容同質化，藉以證

其道非離棄人倫世俗，再次強化了禪宗具有入世之教的特質所在。 

                                                      
97 李霞著：〈從「六祖革命」到「人間佛教」：中國佛教人文的建立〉，收於李霞著：《圓

融之思──儒道佛及其關係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 293。   
98 李霞著：〈從「六祖革命」到「人間佛教」：中國佛教人文的建立〉，頁 294。    
99 余英時著：〈中國宗教的入世轉向〉，收於余英時著：《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年)，頁 20。 
100 丁福保註：〈般若品第二〉，《六祖壇經箋註》，頁 36。 
101 針對儒家道德實踐之場域與其內涵的分析，彭國翔言：「儒家的修身(self－cultivation)

傳統不只是一種單純精神性的修養，而是一種身心交關的(psychosomatic)功夫實踐。

這種身心修煉在積極的意義上充分肯定身體的向度；其次，儒家的修煉不是一種『隔

離』世事的智慧和實踐，不但不以平淡瑣碎的日常生活為障礙，反而注重將日常生活

中的每時每刻都視為身心修煉的契機。這種身心修煉在終極的意義上肯定日常世界的

真實性與價值，身心修煉的終極境界和目標並不在平常的人倫日用之外，而恰恰就在

其中。」見彭國翔著：〈儒家的身心修煉及其治療意義－－以古希臘羅馬哲學傳統為

參照〉，收於楊儒賓、祝平次編：《儒學的氣論與工夫論》(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5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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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論入世之學，基礎關鍵當然在於孝道人倫部分。《壇經》中惠能即申義孝道

與恩養父母之重要性。102此種論述實與原始佛教強調出家修行，方能斬斷現時對

人生之種種束縛不同，103而是接榫佛教進入中國後折衝與調整，將孝道視為佛教

倫理之必要內涵，並以供養父母視為孝行實踐。104當然這也與惠能對佛教修行之

改革相關。而此處海門則以「出家之安置母宜」，105這是其針對傳統佛教出家為違

背人倫孝道之處，降低其爭議點，並藉由〈行由品〉等事蹟，將惠能出家一事調

解出與儒學孝道之接榫。 

而後續談「夫人試觀新州百姓，知佛祖即是凡夫也」。就《壇經》言，則旨在

談對佛性之證悟，106而其內涵實凸顯對人主體性之價值與平等性思想的揭示，此

為中國哲學的關鍵處，可謂成佛成聖之性的一致性。惠能對此即曰：「不悟即佛是

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107所謂「平等」，實謂人皆可成聖成佛，成聖成佛

條件人皆平等無別，只因迷悟而有所別。故言「以佛祖為凡夫」，實謂人皆有成聖

                                                      
102 關於《六祖壇經箋註》中有關孝道之述見於〈無相頌〉。其載：「……。師言：『吾與大

眾說〈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作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

頌曰：『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恩則親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見丁福保

註：〈疑問品第三〉，《六祖壇經箋註》，頁 42。 
103 宋‧道誠集：《釋氏要覽》曰：「《瑜伽論》云：『在家，煩撓若居塵宇；出家，閑曠猶

處虛空。是故應捨一切於善說。』……。《毘婆沙論》云：『家者是煩惱因缘，夫出家

者，為滅垢累故，宜遠離也。』」收於《大藏經》事彙部第九冊(臺北：中華佛教文化

館大藏經委員會影印，1956年)，卷上，頁 264。 
104 相關討論參考古正美著：〈大乘佛教孝觀的發展背景〉以及冉雲華著：〈中國佛教對

孝道的受容及後果〉等文。收於傅偉勳主編：《從傳統到現代──佛教倫理與現代社

會》(臺北：東大出版社，2009年)一書。 
105 關於安置母宜處，據《六祖壇經箋註》載：「……。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

人一千有餘。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

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

往黃梅參禮五祖。惠能安置母畢，即便辭違。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

見丁福保註：〈行由品第一〉，《六祖壇經箋註》，頁 4。 
106 關於五祖弘忍(601-674)與惠能對佛性之證，據《六祖壇經箋註》載：「五祖即問：『汝

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

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

性本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五祖更欲與語，且見徒眾總在左

右，乃令隨眾作務。」見丁福保註：〈行由品第一〉，《六祖壇經箋註》，頁 4-5。此外

惠能亦曰：「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

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丁福保註：

〈般若品第二〉，《六祖壇經箋註》，頁 22-23。 
107 丁福保註：〈般若品第二〉，《六祖壇經箋註》，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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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佛之潛能；而以一凡夫而終成佛祖，則說明此潛能之自我超越與轉化而肉身成

道，此則闡明主體性哲學之特質。這些特質皆證明了儒禪之學基本特質中的同質

性，也說明了佛教中國化的轉變，這是海門在體悟佛法禪理後與儒學內涵的交融

的論述！ 

故依其入世之道、不悖孝道人倫、聖凡一致等論點來說，海門認為禪學「下

學上達與孔同旨，承前啟後與孔同功，以曹溪擬洙泗，豈不庶幾近之哉。」實將

惠能對禪學之轉化，以及其事蹟言行等同於孔聖之功，可證其對禪學之推崇，並

將儒禪在聖佛形象與教化意義上加以交融。 

（二）出家修行問題之探討 

如上之述，儒學對佛教爭議之批判，從現實面處而言，主要的引爆點仍在孝

道人倫中的出家問題。儒學是一具現實關懷的入世思想，而此層關懷指向的是對

存有的本源與生命的根源的追溯與尊敬，故對天地、父母之孝實為儒學的道德實

踐之基礎，此在張載（1020-1077)之〈西銘〉中即可見證的。故「孝道人倫」在傳

統儒釋交涉論辨中，即形成對佛教之攻擊點。海門針對此問題亦有深究。據〈新

安會語〉載： 

有友問儒生，有深信佛法出家者如何？先生曰：「此等毋論儒道不許，即

佛法未之許也。佛原說治生產業不相違背，宰官身、居士身、比丘身、各

各隨緣，不相混濫，此如來之教也，《壇經》言若欲修行，在家亦得，故

其偈云：『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心平何勞持戒，行眞何用脩禪。』

此祖師之教也；大慧言：『學道就從塵勞中打出，不須毀形易姓，棄妻子、

滅宗祀，作名教中罪人，佛不教人如此，此大善知識之教也，然則必欲出

家，豈眞知佛教者哉』。凡一切做作，棄此就彼，俱是取捨心、奇特心，

此心調伏消化不去，更說甚皈依佛法，凡此皆是初入門時導師所誤，故師

承不可不審慎之哉。108 

又〈越中會語〉載： 

                                                      
108 明‧周汝登撰：《東越證學錄》，卷二，頁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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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持齋念佛不合於家人父兄之心者，先生曰：「學術不外尋常，舍了家庭，

更無所謂學者，故吾儒以堯舜之道盡孝弟，六祖謂：『心平何勞持戒，行

直不用脩禪』，可見所重有在，豈徒吃一口齋，便足為究竟法耶。因吃齋

素使父兄家人盡成乖戾，是何佛法？此雖謂之尊佛法，實是背佛門也，可

深思之。古德云：『萬法無過方寸，此心不明，終靠佛力不得已。』而又

曰：『萬法總是調心，如釋門中教人布施所以破慳心，禮拜所以破慢心，

持齋所以破殺心，種種方便，總不出調理自心，豈外有功德可希冀耶？』」

109 

此二則資料，涉及了儒佛與「真」、「俗」關係之論述。具體來說，即是對佛教出

家的疑難與探討，而此論最終亦點出儒釋交融處。因為對於儒家而言，追求生死

超越必須出家，這個追求是自私自利的。「這說明他必須透過聲明放棄作為眾人之

中的種種責任，來自我中心式的宣告他的獨立自主。」110而晚明居士佛教的興起，

對於出家為僧即產生相關的質疑，這當然是佛教入世化傾向的轉變，而此更可從

禪宗惠能與大慧禪師（1089-1163)之語找到理論之根據。這種解釋的觀點與意圖，

除了思想性的覺解外，也是為了對儒佛之學在日常生活實踐的必要性。海門明確

對於學佛而「出家」持否定態度，其判定點乃從「學佛目的」、「修行工夫」加以

論證，藉以申義佛法非出世之法，更無悖於孝道人倫，此實欲解決學佛必須出家

的爭議點。 

而其論「學佛目的」與「修行工夫」，乃在調伏此心使其臻至無執無滯之境，

故因出家修行而使孝道人倫有虧，實非佛法之意，亦非皈依之旨。觀海門之策略，

是將儒釋修行工夫同質化，實皆定調儒釋皆以日用常行作為「修行與實踐」之場

域，故出家修行實非佛法覺悟的前提要件。對禪宗而言，修行解脫實為對現實人

生問題加以正視、對治與超越的。因為「人不得解脫之原因在於不能洞見人生之

究竟，而為生老病死、情感欲望所纏繞，主體只有透過對現實人生進行切身的體

驗與感受，才能洞見人生的究竟。故悟道成佛、解脫自由實不需要任何特殊環境、

                                                      
109 明‧周汝登撰：《東越證學錄》，卷四，頁 487。 
110 錢新祖著、宋家復譯：《焦竑與晚明新儒思想的重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年)，

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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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條件、特殊方式的」，111此正惠能所謂「不離世間覺」之真諦所在。  

可證在傳統佛教出家修行與孝道人倫產生的衝突議題上，海門將修行定調乃

為「返之於心」的觀察與調整，主體境界之轉化來自於「自力自度」，而非藉由外

在對象與環境條件要素等「他力他度」之信仰，故出家實非必然要素，而若涉及

孝道則更屬爭議。這樣之論點實將儒釋修行同質化，而證真俗不相礙，具有「即

事即道」不離日用常行的特質。 

（三）為官與修行之問題 

海門依禪宗之說，解決了身融二教帶來的「孝道人倫」之爭議！而更進一步，

則須解決「君臣之義」之問題，此即涉及「為官」、「修行」之問題。據〈越中會

語〉載： 

有念佛大類比丘行者。先生與之曰：「經云：『應以居士宰官身得度者，

即現身而為說法。此非我外有箇佛來說法，只是自身自度、自法自說。吾

輩既是宰官居士身，隨還他一箇宰官居士，即此便是說法，更不得別生取

舍。夫學問無他，素位而已，生如是、死如是、貧賤如是、富貴如是，隨

緣自在便了。若必是舍居士宰官而為比丘，舍現今而希來生，盡屬妄見。」

112 

此處所謂「應以居士宰官得度者，即現身而為說法。」出自姚秦三藏法師鳩

摩羅什（334-413)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一文。113此經文談佛、菩薩

因其因緣之殊，乃以不同法身說法。就經義而言，其涵意仍在強化佛、菩薩對此

身得度的的意義，故仍如傳統佛教一樣談對外在信仰的皈依。而海門其說，雖亦

談儒釋調和處，但其主要仍從主體性特質來申義。按海門所言「此非我外有箇佛

                                                      
111 李霞著：〈從「六祖革命」到「人間佛教」：中國佛教人文的建立〉，頁 296。   
112 明‧周汝登撰：《東越證學錄》，卷四，頁 485。 
113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無盡意菩薩白佛言。世尊。觀世音菩薩。

云何遊此娑婆世界，云何而為眾生說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佛告無盡意菩薩，善

男子，若有國土眾生，應以佛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

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為說法；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

法；……。」收於《大藏經》法華部第九冊(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大藏經委員會影印，

1956年 9月)，卷第七，〈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頁 57。 

92



論周海門儒釋之見 33

來說法，只是自身自度、自法自說」。實不同經義而有新詮，成佛之力來自主體，

強調自身自度，實以主體作為自我轉化的憑藉。這當然與強化佛、菩薩對此身得

度與外在信仰的皈依不同。 

而如何以主體作為自我轉化的憑藉？海門於此彰顯的是「隨緣自在」的心靈

之境。其曰：「夫學問無他，素位而已」，此即接榫《中庸》之說，114強調無入而

不自得，而將此心安於當下之境。可證海門詮釋之趣向在於「隨境鍊心」之思考，

亦即在各種處境中鍛鍊此心，使此心安於當下而無執無滯，而呈現一隨緣自在的

心靈境界。 

可證海門在論及修佛行徑如同比丘者，實引佛經作為觸媒，並以主體無執心

靈之境作為歸依，這意謂著為官當政實不礙於修行，名教亦無礙佛法之追求，此

乃針對身居公門而欲修行的兩難困境之調和。相對來說，修行亦無妨為官當政，

此意謂儒學的「君臣之義」等社會實踐不因修行而有所悖離。按海門來說，對真

理之追求，當在對此心無執無滯之把握，而執著於以何種形相和身份則皆屬妄念！

故其批判曰：「若必是舍居士宰官而為比丘，舍現今而希來生，盡屬妄見」。當然

這也是將傳統佛法的出世之論轉化成與入世的一種轉變。 

總的來說，「出世與入世的調融」則從實際面論述儒釋調和等問題！將傳統佛

教出世之說一轉為入世的轉化。其理論內涵多從惠能與禪師之說擷取而來，實可

見禪宗之說的影響。在論述上先將聖佛精神形像同質化，將六祖惠能與孔聖加以

比附，進一步則拓展至現實面，將傳統對佛教出世層面之批判，如孝道人倫、君

臣之義等課題，皆予以調和轉化出佛教為自度自力之學，而實非出世之學。 

五、結論 

周海門的儒釋之見，實以儒學的思想為底蘊，進而吸收了佛教禪宗的思維加

以匯整而來。本文對「儒釋之見」的論述，主要集中在對於「《佛法正輪》 中的

儒釋思想」、「儒釋工夫論的會通」、「出世與入世的調融」等三個層面來加以申義。 

在「《佛法正輪》中的儒釋思想」中，海門切入了「儒禪概念之區分」以及「雜

                                                      
114 《中庸章句》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

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宋‧朱熹撰：

《四書章句集注》，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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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闢佛」，就理論思想層面言，其深化了儒禪問題的討論，從而建立了關於儒

釋問題的新論述點，即超越分合思維，並從「身心性命需求」與「實證體驗」的

視角，對儒禪問題之爭議找到了一轉化點。而能證成上述之論，主因在於他認為

儒禪實具有同質內涵，儒禪在心性思想、生死智慧、以及入世特質上是一致的，

儒禪乃屬「教異而道同」的型態，然因儒禪兩者的偏見遂導致種種爭議之處，這

是他企圖將儒禪思想內涵同質化的定位後，以作為解決儒釋問題爭訟的策略方法。

這樣的反思與解決之策略是具有深刻意義，其將儒釋同質化為人類普遍性精神性

的需求，如此一來，實將儒釋並存與調和提供了一個立足點，擴大了佛教存在的

合理性。而更進一步其將闢佛問題內化於本體工夫的修證層面加以檢驗，無疑將

學術問題導向於實證修行之觀照，此舉雖優弊互見，但較之以往從護教本位立場

而言，實更具意義。 

而為對儒釋問題的釐清與定位後，而「儒釋本體工夫論的會通」則為此定位

後進行的思想理論的會通。海門在此主要從《六祖壇經》、《金剛經》等重要的禪

宗作品與儒學經典加以會通，其內容主要從本體工夫等教理部分，並談儒禪之悟、

執的消解詮釋作為理論會通點。從中實可窺出海門對於儒釋問題之趣向所在，實

皆導向於一主體性的思維哲學型態，以心性體悟作為其要，並吸收佛教無執無滯

之境，且強調反之於身等自性自度的工夫實踐，以作為其啟動儒釋學術交流與對

話之契機。 

「《佛法正輪》 中的儒釋思想」與、「儒釋本體工夫論的會通」等概念釐清與

理論會通後，「出世與入世的調融」實接榫禪宗之論，將佛法從「出世」之特質一

轉為「入世」之法，乃將宗教修行從「外在信仰的皈依」，調整轉化為「主體性的

哲學」的實踐之道，並一併解決學佛所帶來的孝道人倫之爭議！此意謂以世間作

為修行之場域，故著眼於出家之舉，則皆屬心有所礙而著相。於是出家問題、為

官與修行之問題皆在此論述中有其新解。在其論述中，實將儒釋修行同質化並導

向一本心的調伏的工夫實踐歷程。據此而論，此心無執無滯、不取不捨實為其終

極目標所在，故出家與否、為官與否則屬著相，應隨緣自在而無執其中。據此，

超越了世俗之常規與定見，而以更高自由方式來處世，進而解決了儒學對佛教的

批判，乃至身融二教之學的兩難困境，對自我調和儒釋之存在找到了一個切入點！ 

綜上來看，海門實窺見儒釋思想宗旨同質性之處。然深刻來說，儒釋在思想

理論上雖有同質處，但實際上內涵差異性亦是相當大的。以《金剛經》為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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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展現之意義，本質上是在「諸法皆空」的「般若空觀」之本體論上加以開展的，

故闡實相般若，以作為破除名相的利器，即是要修行者觀照一切法都是無常的，

乃無自性的，故要於相而離相，而以無住之心對映一切法，此皆與儒學對於世界

的關懷上是有所不同的。除此，海門以儒釋皆從主體性的思維作為工夫進路，雖

見其同質，實際上也缺乏了對本體工夫異質性的分析與對比。這說明了，儒釋在

世界觀與心性工夫體悟上，亦有其差別，若只見其同無論其異，則易形成儒釋相

混的缺陷。其論述多從概念與主觀的立場加以比附，無法顯明心學與禪學之別，

故自然無法達至真正會通之目的。此即謂三教實有其不同的教義、教理與教法，

任何進入會通理論處，不能只見其同而忽略其異，更須掌握理論在其思想系統中

所具備的「獨立性」與「整體性」的意義，才能在會通上找到真正的接榫點。而

其會通處顯明多著墨於「工夫進路同質性的觀察」，而缺乏了「本體內涵異質性的

分析」，以及「整體對比性的觀照」。故在會通上則有不夠嚴謹等問題，此即海門

理論的侷限所在。這也說明儒家在本體論上論有，談萬物一體與生生不息之義，

與佛教「緣起性空」為基本觀念的特質，兩者恆存在著基本的鴻溝，故儘管從心

體之悟、無執無滯等執的消解，乃至縮短此岸與彼岸的距離、出世與入世的調融，

使儒釋有所交流對話，都無法消解此層底線，這也是觀察海門「儒釋之見」所必

須掌握的基本判別！ 

整體來說，海門的「儒釋之見」，對於儒禪二教在歷史發展中，以更具有包容

性、務實性與批判性的一面，面對兩教進行理論之會通與整合，並對兩者之病加

以檢討與廓清，實對儒釋之學開啟對話與交流，實有其意義價值。這說明他是迥

異於傳統以「儒學本位性」、「異端」的角度來看待佛禪之學。 

而其以惠能作為與儒學孔聖之比附，並廣泛的引用了禪宗的思維與見解與儒

學會通，並整理了儒禪編集論述──《佛法正輪》一書，這說明其對禪學的接受

與重視。從學術意義上，他具備了學術面教理的會通與辯證，文獻的整合與論述，

對於禪學在儒學的接受發展上，實有其重要之意義。故其不僅為晚明以來儒禪合

流推動者，更是陽明後學中吸納佛禪之學的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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